
1952年初，中國共產黨為清除私營工商界的「五毒」行為，在各大中城市展

開了聲勢浩大的「五反」運動。通過這一運動，中國共產黨初步完成了由鄉村到

城市的革命滲透，為隨後進行的社會經濟改造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對於這

一富有轉折性意義的政治事件，有部分學者曾經圍繞運動進程、政治運作、事

件影響等方面進行了個案或宏觀的梳理與分析1。不過筆者以為，「五反」運動作

為一個牽涉國家政治、勞資關係和企業生產的關鍵性政治事件，尚有許多可以

繼續探討的餘地。本文擬以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政治與社會經濟之間的相互激蕩

為視角，分析「五反」運動發生的內在理路，以及由此引發的勞資權勢革命與私

營企業內部的生產困境。

一　革命政治與「五反」運動的發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雖然繼續維持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戰

略，但此「新民主主義」已非過去的新民主主義。在取得執政黨地位後，中國共

產黨的「聯合資產階級」概念實際上正在經歷Ø某種程度的調整，其關注重心正

在由如何「求同存異」逐漸轉向如何「求同去異」。這種要去除的「異」到底是甚

麼，連中共中央也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概念。但是就當時的政治言論與文件表述

來看，中國共產黨對資本家的「反感」仍有一個大體指向，即假公濟私、損大

肥小等投機行為。1948年中國共產黨進入各大中城市後，曾宣布要打擊投機

奸商和違法的工商業。1949年制訂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更

是明確宣稱，必須嚴格取締擾亂市場的投機商業。1950年4月，毛澤東更提出

「應限制和排擠的是那些不利於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即投機商業，奢侈品和迷

信品工商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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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條文完備的社會中，政府或許還能較為容易地對投機行業、投機行

為進行判斷和處理。然而在舊法律制度已被否定、新法律制度又未建立之時，

何為「投機行業」與「投機行為」就成了相當模糊的問題。由於沒有明確的衡量標

準，中國共產黨只能憑藉自己的「革命道德」或「革命情感」做出判斷。1949年秋

冬，上海金融界部分資本家投機金銀，引發漲價風潮；不久，部分商人囤積糧

棉，又致使物資緊張。這些投機行為在資本家的自身意識中，恐怕更多是出於

經濟利益的考慮；但是在中共中央看來，經濟問題就是政治問題，「投機倒把」

就是「與共產黨為敵」。政治問題自然需要以政治方式解決。於是，中央財經委

員會冠之以「投機奸商」、「反動資本家」等名號，果斷地採取措施鎮壓參與銀棉

投機的上海資本家。

經過「銀棉之戰」後，多數資本家對中國共產黨的治國之道有了切身體會，

開始有意識地調整過去的經營原則和管理方式；但在民國經濟環境中成長起來

的資本家根本無法改變「經濟人」的本質。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他們經常忘記

共產黨的政治告誡，仍然按照傳統的營利思維行事。其集中體現有二：第一，

在加工訂貨問題上，有些資本家嫌利潤太低，不願意接受國家訂單或將產品賣

給國家；有些資本家即使接受了加工訂貨，也是陽奉陰違，「粗製濫造，使政府

受嚴重的損失」3；第二，建國初期，由於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並存，很多資本

家或利用制度漏洞賄賂黨政幹部，或以次充好蒙騙國家，或低進高出以牟取暴

利。對於資本家的種種投機行為，中共中央進行了通報批評，對個別人甚至予

以嚴厲懲處；只是考慮到其在恢復國民經濟過程中具有無法替代的作用，才沒

有進行徹底清算。然而，資本家似乎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依然沿襲民國

經濟環境下的經營慣性，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充分利用共產黨政治體制中的

漏洞大搞錢權交易。

1951年底，資本家的種種不良行為因為「三反」運動而陸續浮出水面。當年

冬天，中共中央為解決抗美援朝帶來的財政困難，在全國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

增產節約運動。11月，增產節約運動上升為打擊黨政幹部貪污、浪費和官僚主

義的「三反」運動，而且打擊力度逐漸升級。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把「三反」運動與鎮

壓反革命同等對待4，並痛下決心拿張子善和劉青山兩位高幹開刀。這一舉動在

各級黨員幹部中造成了不小的恐慌。由於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地有過貪污、浪費，

熟知運動威力的各級幹部自然知道有朝一日受到牽連的後果，遂不得不設法尋求

「脫身之道」。雖然目前尚不清楚各級幹部是如何「應付」中央的，但是從毛澤東

批評「有些貪污情況比甘肅還要嚴重的地方，在其報告中卻說成不甚嚴重，貪污

人數甚少，款數不多」之語中5，可窺見各級幹部對「三反」運動的抵觸心態。

然而，各級幹部恐怕也清楚正面抵制「三反」運動只會徒勞無功。對於他們

來說，最好的推脫或減輕罪責的辦法就是「追根溯源」，供出腐蝕自己的「糖衣炮

彈」。於是，關於資本家行賄、收買的材料被源源不斷地送到上級主管領導面

前。各省市領導似乎亦願意將資本家納入運動中來，如上海在「三反」運動伊

始，就將揭發投機奸商賄賂幹部、竊取國家財富列為運動的一項主要內容6。

同時，各省市領導在向中央匯報時，不時加入有關投機奸商的材料。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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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百年中國與世界 北京市委在報告中提到已經動員私營企業工人和店員檢舉管理人員的貪污和行

賄行為7。同月，東北局在向中央的報告中提到：「從兩個月來所揭發的許多貪

污材料中還可看出：一切重大貪污案件的共同特點是私商和蛻化份子相勾結，

共同盜竊國家財產。」12月20日，華東局致中央的報告寫道：「貪污往往是由非

法商人從外部勾結而來的」8。與此同時，媒體機關亦大力批評資本家的「不

合作」行為：「他們不願接受加工訂貨，或者接受之後用種種無恥的手段搗鬼，

企圖為所欲為地投機取巧，牟取暴利。⋯⋯人民政府是決不會聽任他們為所欲

為的。」9

1952年元旦前後，資本家屢屢以「投機奸商」的形象出現於政府文件和輿論

媒體，這樣一種語境必定會給毛澤東帶來強烈的視覺衝擊。毛澤東本來就不相

信資本家，以前容忍他們是因為政治環境相對緩和；而現在國外有氣勢洶洶的

入朝美軍，國內有腐敗墮落的黨政幹部，形勢已經非常危急，如果再妥協就有

「內患」的危險。1月5日，毛澤東批示：「一定要使一切與公家發生關係而有貪

污、行賄、偷稅、盜竊等犯法行為的私人工商業者，坦白或檢舉其一切犯法行

為，⋯⋯藉此給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在此問題上對於我黨的猖狂進攻（這種進攻比

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以一個堅決的反攻，給以重大的打擊」bk。這一指示所隱含

的批判轉向，對於急於擺脫受審之苦的各級幹部來說，自然是再好不過的「及時

雨」。於是個別中央領導首發其端，加上各級幹部推波助瀾，「三反」運動迅即轉

向針對私營工商界的「反行賄、反欺詐、反暴利、反偷漏」運動bl。1952年1月，

毛澤東認為「反暴利」的說法波及太廣，遂將其確定為針對違法資本家的「反行

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和反盜竊經濟情報」運動bm。至

此，革命情感與現實政治相匯合，中共領導與地方幹部相結合，一場對資本家

的批判與改造運動已經不可避免。

二　工人介入與企業內的權勢革命

1952年1月26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

反鬥爭的指示〉，要求「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守法的資產階級及其他市民，向Ø

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

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鬥爭，以配合黨政軍民

內部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bn。在這段話中，毛澤東要

求運動必須依靠「工人階級」，打擊「違法的資產階級」，語氣還相對溫和，且

留有一定餘地；但是隨Ø運動逐漸升溫，中共中央的態度變得愈來愈嚴厲，要

求也愈來愈高。3月2日，劉少奇指示：「運動中，要以店員為基本群眾，緊密團

結中、小職員，爭取高級資職員，孤立資本家。⋯⋯使資本家在工人面前過一

次關，打下資本家的威風。」bo劉少奇言辭中所透露出來的，已非「團結守法資

本家打擊違法資本家」，而是一種依靠工人和店員、孤立和打擊整體資本家的

指示。由於多數地方幹部本身已對資本家抱有偏見，加上此時又有急欲擺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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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運動之苦的迫切心情，自然願意將十二分的精力投入到鬥爭資本家的「五

反」運動中去。

根據中共中央所提出的運動路線，各大中城市一改往日以限制和規範工人

為主的戰略考慮，轉而積極調動和鼓勵工人和店員起來參與揭發檢舉；並發布

了諸多法令加以保障和引導，以解除他們後顧之憂。如上海市政府規定，「在運

動期內，任何人不得阻撓和用扣工資等項辦法來威脅店員、職員、工人參加工

會所召開的會議」，「只要店員、職員、工人們積極檢舉不法資本家的非法行為，

政府保證這些已歸店員、職員、工人的利益，一律仍歸自己所有，也不作任何

追究與處分。」bp各大城市還充分借鑒了土改運動中的動員模式，深入工廠、商

店甚至住宅，教育工人和店員在搞清楚「誰養活誰」的基礎上，積極參與控訴、

檢舉和檢查工作。在工作隊的政治動員下，工人和店員迅速參與檢舉和揭發運

動。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先後有60多萬私營企業的工人和店員參加運動，檢舉

不法資本家的材料達30多萬件；天津店員組織了276個「戰鬥小組」，半個月挖出

盜竊國家財產10億到200億的大奸商177名bq；杭州15,900多名工人和店員積極份

子組成「戰鬥隊」，配合省委及市委工作隊投入運動，5萬名普通工人和店員參加

檢舉，30萬居民遊行一星期br。

檢舉工作完成後，各地「五反」運動陸續進入核查「贓證」、「罪證」的階段。

為了充分調動工人和店員的政治熱情，各地工作隊積極引導勞方與資方面對面

地對質。工人和店員則抓住這一來之不易的機會，猛力審訊和批鬥資本家。如

天津工人和店員使用各種辦法迫使指定的工商業主坦白，有的店員甚至三天三

夜不睡覺，即使私營工商業主吃飯，他們也在一旁監視；每天從早上八、九點

鐘一直問話到半夜，有的甚至熬到半夜兩三點bs。對於罪行比較嚴重的資本家，

則採取「勞資見面會」（以下簡稱「見面會」）或其他批鬥會進行公審。很多地方甚

至還將審判的最後決定權交給了工人和店員。如陳毅就在上海明確宣稱，在資

本家自報公評、工人和店員集體審查，以及市區兩級增產節約委員會批准三項

運動程序中，以工人和店員集體審查最為重要，「所有的資本家都要經過工人、

店員的這種審查。如果工人、店員不通過，就不能給他們做出結論。」bt1952年

3月9日，華東局在致中共中央匯報運動經驗時提到，「必須堅決依靠工人階級，

以普通工人、店員為骨幹，緊密團結中小職員，向不法資本家展開鬥爭」，「使

所有資本家無例外地在工人面前過一次關」。毛澤東看後批示：「華東局三月九日

關於五反的報告很好。」ck

在政府工作隊強有力的支持下，工人和店員以從未有過的審判者姿態，在

「見面會」上自信而嚴肅地接受資本家驚恐卑下的坦白和表態，並最終決定資本

家是否能夠通過這一場政治大審判。在審判過程中，雖然政府聲稱「『五反』鬥爭

並不同於土地改革鬥爭」cl，但是「見面會」上的資本家卻與土改中被鬥的地主相

差無幾，完全是一副社會「罪人」的模樣。如有南京資本家在接受審判時，「兩手

不許捧底稿，一定要把稿子放在桌子上，兩手垂直，兩腳靠攏，眼睛向下，頭低

垂。」cm與有組織的「見面會」相比，工人和店員私下進行的政治批判則更為「革

命」，「比較突出的如上海第二印刷廠傳訊某五金號推銷員包鑫泰，令其下跪，

並拖大衣、抓頭髮，迫令承認行賄及書寫憑證及隨傳隨到的保證書。江寧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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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百年中國與世界 局將商人白建華打耳光後，當時暈到，醒來後說他裝死，又拿棍子亂打。商人

何潤泉被三個工作人員輪流打了一個半鐘頭。高橋區稅局將商人李俊榮關在大

房間¥被十幾人拳腳交加的痛打，並用針刺其指頭」，「派克公司資方鈕永集被

黃浦區稅局三次傳訊，罰站二十餘小時」cn。

經過一系列帶有革命儀式色彩的批判會的洗禮，傳統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

權勢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轉換——資本家不再是資本家，工人不再是工人。許多

資本家「吃不下飯，睡不Ø覺」，工人則表示「今天才真翻了身，出世到現在，沒

有這樣痛快過」，「往日見了老闆心¥發慌，今天老闆見了我們發抖」co。曾經凌

駕於工人和店員之上的資本家，完全沒有了往昔的精氣神兒，有的甚至連活Ø

的餘力都沒有，自殺、中風、精神崩潰者不絕如縷。即使上海市政府以沒收自

殺者公司行號的財產為威脅，逼迫家屬幫忙監視，自殺者仍然比比皆是cp。一夜

之間，資本家徹底淪落為新社會的邊緣群體，有些幹部甚至已將他們歸入了「反

動」、「腐朽」的範疇cq。儘管毛澤東多次對左傾言論予以批評，並表示不會放棄

新民主主義，但是「五反」運動所開啟的革命秩序在城鎮已成定局，工人監督資

本家而不是資本家管理工人的權勢關係模式，已在各私營企業扎根、發芽而不

可抑止。

三　革命秩序下的企業經營困境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仍然需要借助資本家來恢復經濟，故主要

在國家法律和政治宣傳層面突出工人的「先進性」，而沒有在現實生活中踐行工

人的「領導權」。而且，中共中央和各級政府還嚴厲控制工人私自鬥爭資本家的

行為，並以合同或法令的形式對資本家的管理權利給予保障。如《北平市國藥業

勞動集體合同》規定：「資方或其代表在業務範圍內有指揮權及決定權，職工服

從其指揮」cr；《杭州市軍管會關於勞資關係暫行處理辦法》規定：「各工商企業

之管理規則及工作場所之工作規則，由資方擬定經本市總工會（總工會未成立前

為籌備委員會）同意，並呈請勞動局批准後，勞方須切實遵行；如有違反者，資

方有按規則給以處分或解僱之權。」cs其他各省、市相繼出台的勞資關係合同與

法令也都做出了類似的規定。在這些法令與合同規範下，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繼續

保持Ø傳統的管理與被管理關係，在生產過程中各自擁有明確的權利與責任。

但是「五反」運動促使上述的情況發生了根本改變：一方面，按照傳統的角

色分配，工人應該是企業生產的具體執行者；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又公開宣稱

工人是「領導階級」，有監督資本家的權利。如此一來，工人既是生產者，又是

領導者；資本家既是管理者，又是被領導者。權責之間的模糊與矛盾極大地破

壞了私營工商業內部的正常經營秩序，造成了企業生產管理的混亂和工人紀律

的鬆散。1952年4月，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三書記劉瀾濤向劉少奇並中央報告，在

北京、天津、唐山三地的四個私營工廠中，有的工人「監督得太廣、太嚴，干涉

過多，有的甚至實際是把資本家的商店拿過來，把監督做成管理，要資本家同

樣勞動，按勞評資」ct。其他地方的情況基本相似。天津很多工人不僅不聽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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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的工作分配，不遵守勞動紀律，而且讓資本家洗碗掃地，要求「按勞取酬」

或「按人分紅」dk。上海很多青工及新工人不服從管理，遲到早退，隨便請假、曠

工，1952年2、3月之前，缺勤率一般在20%左右，個別高達50%dl。以革命道義

來衡量，資本家幹活、工人休息的人事安排當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對於以效率

和效益為中心的私營經濟來說，卻是一種災難。

「五反」運動給私營企業帶來的另一影響是經營自主權逐漸萎縮乃至喪失，

這個問題主要源於國家權力對工人和店員的政治支持。在「五反」運動中，工人

和店員之所以敢於批鬥、審判資本家，並非憑藉自身的真正實力，而是借助於

國家權力的強力支撐。沒有中共中央對資本家的嚴厲指責，沒有各地政府有意

識的調動和組織，工人和店員根本不可能以強者的姿態去批鬥資本家。「五反」

運動結束後，私營工商企業¥實際上存在Ø資方、工方與國家三種權勢力量，

其中工方與國家兩種力量結成同盟，共同壓制作為傳統權力掌控者的資本家。

正是憑藉Ø與國家結盟，工人和店員在企業內部獲得了愈來愈多的發言權，一

躍成為企業¥的「新貴」。但是，工人在企業¥的權力並非沒有限制，它在很大

程度上需要接受工會組織的領導與安排。而工會組織經過1950年的高層爭論dm，

已逐漸淪落為行政部門的附庸，故「五反」運動後建立起來的「民主監督」制度，

實際上為資本家經營自主權的逐漸喪失和國家權力在私營企業內部的擴大開啟

了大門。

由於失去了人事和財務管理等自主權，大部分資本家變得悲觀失望，不關

心生產，其代理人紛紛要求辭職。據中央私營企業局報告，北京、天津等二十個

大城市（不包括上海）的私營工商戶，在1952年春夏間要求歇業的逐漸增多，5月份

申請歇業的為開業的145%，6月份為198%，7月份為220%dn。一些原本想擴大經

營的企業也因為「五反」運動而失去了信心。如上海某茶行老闆有16億資金，原

本想到杭州開設分行，但因「五反」運動而放棄，並且說：「不開設分行可以吃到

社會主義，若去開設分行就吃不到了」do。有些資本家認為既然已經無法控制局

勢，乾脆故意提高偷漏稅款總值，好讓政府進行沒收，或者乾脆將企業的「一切

責任推卸給工人，事事向工人請示」dp。同時，資方代理人也普遍意志消沉，認

為「自己資方不像資方，勞方不算勞方，這邊不收容，那邊無地位；但『五反』交

代要找你，維持生產也找你，其苦不堪」dq，致使「很多副理襄理辭職不願再作

資方代理人。」dr

勞資雙方權勢轉換的直接結果，是私營經濟日漸陷入停滯乃至倒退的困

境。如西南地區工商業貿易額和稅收明顯減少，「許多私營企業無事可做，大量

的建築工人失業。⋯⋯重慶一區二萬人（佔該區人口三分之一）到了無食缺食的

地步，開始對『三反』、『五反』不滿」ds；西安市商業交易量增加不多不快，「歇

業戶多於開業戶，進貨少於出貨，市場交易主要是國營貿易撐Ø架子，銀行貸

款僅佔去年正常數額的30%，匯兌僅佔去年的正常數額的40-50%，和物資交流

有關的『押匯』則很少」dt；浙江金華76%的私營企業失去經營信心，嘉興136家企

業停工停夥，寧波大部工業企業陷於停工或半停工狀態ek；上海市被調查的

123家私營工業中，虧損的有76戶，虧損總額達2,045億元（舊人民幣），分別比

1951年增加18、29倍el；北京市「私營工業大部處於停工及半停工狀態，其中最

「五反」運動結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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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的鐵工業3,l54戶中，有60%以上停工；印刷業561戶中，大部停工；木器業

598戶中，2/3停工；制革業284戶中，90%以上停工；織染業及針織業中的小戶

大部停工。加以當時勞資關係亦很緊張，退補罰款的壓力很大，許多資本家失

掉經營信心。」em

面對日益嚴峻的經濟問題，中共中央迫於無奈對「五反」及同期進行的「三

反」運動進行調整，主要措施包括兩方面：一是縮小運動打擊面，擴大守法戶範

圍，並讓佔95%左右的守法戶和半守法戶迅速恢復生產經營；二是縮短運動時

間，「尚未進行五反的城市，中央已決定一律推遲進行」，在秋徵以前凡未發動

「五反」的城市均不再發動en。1952年6月，「五反」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基本宣告結

束。在隨後幾個月¥，各大中城市開始Ø手解決「五反」運動的後遺症。主要舉

措是根據新民主主義綱領的指導精神，重新強調允許資本家暫時存在的積極意

義，限制工人過份張揚的鬥爭情緒，企圖在民主監督前提下恢復往昔的生產與

管理秩序。經過反覆勸說與疏導，勞資關係似乎有所緩和，生產經營出現轉

機，個別地方經濟也確實出現一定恢復，如重慶市場交易額6月份恢復到1951年

12月的60%，7月份恢復到72%，8月份恢復到91.8%eo。但是就各大中城市總體

情形來說，由於勞資關係與企業經營之間存在根本衝突，私營工商業的恢復與

發展根本無法談起。

四　結 語

根據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規定，中國共產黨自始至終對資本家抱有道德素

養上的鄙視。即使迫於現實需要而不得不與之合作，中國共產黨也從沒有放棄

過這種反感情緒，故就兩者之間的內在緊張來說，「五反」運動的發生有其必然

勞資雙方權勢轉換的

直接結果，是私營經

濟日漸陷入停滯乃至

倒退的困境。中共中

央迫於無奈對「五反」

及同期進行的「三反」

運動進行調整：一是

縮小運動打擊面；

二是縮短運動時間。

圖為上海景福村衫廠

的勞資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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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是「五反」運動發生於1952年卻又有一定的偶然性。急欲擺脫「三反」運動

之苦的各級黨政幹部，紛紛將私營企業主作為「糖衣炮彈」呈送於相關領導面

前，以示積極認罪和徹底反思；各省市領導在固有革命情感和現實政治需求的

雙重支配下，亦有意無意地Ø重向中南海強調幹部腐敗與商人賄賂之間的必然

聯繫。可以說，1952年元旦前後的毛澤東，正在陷入一種到處充斥Ø投機奸商

「醜惡嘴臉」的社會圖景之中。這種社會圖景與朝鮮戰爭、反革命破壞等政治事

件匯聚一起，刺激Ø毛澤東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經，並促使他做出了必須教訓資

本家一頓的決定。

就毛澤東初期的相關言論來看，他並沒有立即與資本家決裂並放棄新民主

主義的想法；但是當「五反」運動的大門打開之後，事態發展卻遠遠超出了毛澤

東的政治預料。在「五反」運動中，各大中城市充分利用戰爭期間發展起來的統

一戰線模式，積極動員工人和店員撕破臉皮檢舉、揭發資本家的「五毒」行為。

到了核查和審判階段，中共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甚至還放手讓工人和店員直接面

對面批判資本家。經過這樣一種革命場景的洗禮後，私營企業¥的勞資權勢模

式發生了根本改變，作為生產者的工人和店員一躍成為掌權者，作為管理者的

資本家卻誠惶誠恐地成為了工人和店員的附庸，企業內部傳統的運作模式遭到

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否定。而當中共中央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企圖再重新退回

新民主主義理論下的勞資關係狀態時，卻發現已經無能為力。為了解決企業革

命與生產需要之間的內在衝突，中共中央只能考慮徹底放棄原來的勞資關係模

式而尋求新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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